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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工福問題賭徒復康中心

澳門博彩業早期發展史
(本文在《澳門研究》第38期發表)

1. 簡介

不論你身處在那個時空、那處地方和接受那一種文化，均可發現林林總總的賭博活動，根據文獻記載，中國的賭博活動已有四千多年歷史，而巴比倫、埃及和印度亦早於公元前1800年、1600年和1000年開始有不同形式的賭博活動出現。可見，賭博行為是人類社會中，一種自古常有的宇宙性現象。1

戈春源指出，「賭博來源於遊戲娛樂，把貪求物欲的功利性與競賽智力、鍛鍊思維的技巧性相結合，具有周而復始的間歇性刺激。牌桌上的競爭、贏後的喜悅恰恰滿足了人性這種戰勝對手的潛意識和真切的快感，這就是賭博長期存在的心理原因。」2正因為這種自古常有的字宙性現象在每一個人的心裡都揮之不去，配合周遭國家的禁賭政策和日漸衰落的轉口貿易帶來的機遇，澳門慢慢將自身的經濟發展成如今有「東方蒙地卡羅」之稱的現代化賭城。根據澳門經濟局的估計，澳門在2004 年度的本地生產總值(GDP)較去年上升約25%，遠高於2003 年的15.6%和2002 年的10%。究竟這個現時人口只有四十多萬，面積比九龍半島還要小的城市之過去如何成就今日的神話呢？

其實，當時的歐洲海上霸主葡萄牙早於十六世紀初期已東進亞洲，在「進佔」澳門前，葡萄牙先在馬六甲成立其在東亞區的首個殖民地。基於澳門位處東西文化和商業交匯的樞紐，因此當時的葡萄牙政府早已對澳門這塊彈丸之地深感興趣，在明朝嘉靖年間(1557 年)，當時葡萄牙船隊因在澳門對開海岸遇上暴風，船隊運載的貨品被水浸濕，遂要求登上澳門，在岸上晾曬貨品。3葡萄牙船隊登上當時的澳門時，澳門還是一條漁村，但由於澳門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對葡萄牙的戰略價值，葡萄牙政府在1582年向當時的明朝政府提出以每年500兩銀租用澳門，但當時的中國政府仍享有澳門的主權，此後，葡萄牙人開始在岸上搭建房屋，並將澳門變成當時的國際貿易港。鴉片戰爭後，清政府積弱，無力與列強周旋，葡萄牙政府遂向清政府提出要求，並於1887 年獲清政府同意，讓葡萄牙永久管理澳門，從此，澳門正式成為葡萄牙的殖民地。4

2. 澳門經濟演化成「賭城」的過程

澳門經濟自1557 年開埠以來的數百年間，其經濟因外部環境的轉變而出現180度的變化，大致上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澳門開埠至鴉片戰爭前的二百多年間，澳門扮演著東西文化、經濟交流的中心樞紐、第二階段是鴉片戰爭後至十九世紀末，澳門當時的經濟以非法販賣人口、偷運鴉片和賭檔為主，第三階段，與第二階段有部份時間重疊，是十九世紀中期以後以賭業為主要經濟命脈的發展方向。
2.1 第一階段：開埠至鴉片戰爭前

正如前文所述，葡萄牙人定居澳門後便立即以澳門為基地和中轉站，致力推動東西方貿易，各國商人匯聚，並與中國發展轉口貿易。澳門很快便從昔日的小漁村發展成當時全中國唯一的對外貿易港廣州的外港，成為遠東最繁榮的商埠。

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後期是澳門發展成國際貿易港的全盛時期，當時澳門的海上貿易路線主要有三條路線，分別為澳門─果阿─里斯本航線、澳門─長崎航線和澳門─馬尼拉─墨西哥航線。5

澳門─果阿─里斯本航線：當時的葡萄牙商人對中國的絲、絹、麝香、珍珠、象牙製品和陶瓷甚感興趣，他們在澳門購入這些商品後，會將部份貨物在印度的果阿轉售，並在印度補購一些香料、檀香和蘇木等商品後，再運往歐洲傾銷。與此同時，葡萄牙商人亦會從歐洲將葡萄牙酒、鐘表和毛織品等經澳門運入中國。6

澳門─長崎航線：明末清初，鑑於「倭寇之亂」，中國嚴禁中日商人私下通商和有任何的貿易往來，這使在澳門葡萄牙商人扮演著中日貿易的橋樑角色，壟斷了中日兩國的貿易。每年初夏，葡萄牙商人均會將中國的絲綢運往長崎，並將日本的白銀和土產等運回中國銷售。7

澳門─馬尼拉─墨西哥航線：這條航線是中國與美洲貿易的最早航線。在澳門的商人先將中國的絲綢、生絲、棉花、糖、銅和鐵器運到菲律賓，再由當地的西班牙商人運往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和南美的智利，商人再將當地賺取的白銀運回中國。8正因為當時澳門轉口貿易的繁盛，大量來自世界各地的商品也可在澳門找到，令澳門由一條寂寂無名的漁村搖身一變成為一個國繁盛的國際大都會。

澳門地處中國沿海南部，與中國當時唯一的對外貿易港廣州相距甚近，在當時中國與世界交往的海上航線享有極有利的位置。而且，清朝的時期，中國的商品經濟有了較快的發展，這推動了當時中國沿海地區的絲綢和陶瓷等手多種相關的手工業的崛起，為前往中國通商的商人提供適合當時歐洲市場需求的貨品，而當時中國實施的海禁政策剛好造就了澳門的崛起。況且，葡萄牙憑藉當時的海上優勢和強大的船隊，近乎壟斷了當時歐洲通往遠東的航道，澳門當時作為葡萄牙在中國和遠東的重要據點，其轉口貿易當然也得到顯然的發展。9

2.2 第二階段：鴉片戰爭至19 世紀末

1842年鴉片戰爭戰敗後，清政府將香港割讓予英國，又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和上海五口通商，令澳門失去近兩世紀的中外通商的壟斷地位。10加上隨著歐洲工業革命後，科學技術得到顯著的發展，使海上交通進入了汽船的年代，船身亦因而不斷增大，令澳門的港口未能滿足當時的需求，於是水深港闊的香港取代了澳門的地位。11

鴉片戰爭後，列強不斷在中國開劃租界，讓外國人可在當地居住，這令當時在中國通商的外國商人不再須要留守澳門一地，可以往中國其他大城市通商和居住，持續不斷的遷移促使澳門的國際貿易港角色衰落，經濟也一落千丈，當時有很多原來居住在澳門的外國人、甚至葡國人紛紛遷往香港。12

為了挽救日漸衰落的澳門經濟，葡萄牙女皇在1845年單方面向外宣佈澳門為「自由港」准許所有外國商船在澳門登岸，並委任亞瑪勒(Ferreira do Amaral)為當時的澳門總督，在澳門實行殖民化統治，13希望藉加大控制權來維持澳門當時對葡萄牙的財政支持。可惜，澳門根本無法面對香港的正面競爭，結果澳門經濟發展至此階段只能依賴販賣鴉片和廉價中國勞工維持。

其實澳門在清初時，葡萄牙人已經從印度經果阿販賣鴉片到澳門，每年約２００箱。及至鴉片戰爭前夕，由於清政府在中國實施全面禁煙，令當時的外商大多經澳門將鴉片輸入內地，正因如此，當時運入澳門的鴉片竟增加至高達每年４萬箱，令澳門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鴉片走私中心，１８３９年欽差大臣林則徐更曾親自巡視澳門，可見情況的嚴重性。14

隨著清政府在鴉片戰爭後不斷與外國簽訂不同的條約，鴉片漸漸可以合法進口中國，澳門的鴉片走私貿易亦逐漸衰落。不過取而代之的卻是另一種不道德商業活動─人口販賣（賣豬仔）。隨著19 世紀歐洲國家的殖民擴張，尤其是英國，列強在各殖民地的人力需求大大增加，因為她們急需大量廉價的勞力開發當時的殖民地。加上當時美洲經濟的發展，令美國、秘魯和古巴等國家對勞工的需求增加。看準這個成本低、高回報的「商機」，當時的外國商人將中國的工人轉送往澳門，再經澳門非法將工人送往東南亞、西印度、美洲和其他英屬殖民地。根據資料，販賣豬仔的毛利竟高達800%，這道明為何在澳門的豬仔館由1856 年的10間上升至1866 年的40 間，15及後由於當時的英國、法國和德國政府強力反對和大力打擊中國境內的販賣豬仔情況，令澳門的販賣豬仔活動在1873年正式終止，16但當年的豬仔館的數目已上升至高達300間，可見問題的嚴重性。17

2.3 第三階段：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中葉

其實博彩業在19 世紀中期已經在澳門出現，博彩業與當時的豬仔販賣更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因為當時的賭檔大多由豬仔館兼營，澳門的工人或苦力因染上賭癮，欠下無法償還的債務，最終只好賣身往列強的殖民地當勞工，這不但為豬仔館提供大量的勞工供應，更直接振興了當時澳門的博彩業。18而1847 年更是澳門賭博史的轉捩點，因為當時葡萄牙政府將澳門脱離印度果阿的行政管轄，與渧汶和蘇祿群島經成一個獨立的管轄區。19澳葡政府為確保管轄區的財政獨立和支持渧汶和蘇祿群島的管理開支，澳葡政府遂在當年決定批出博彩牌照，准許賭檔合法在澳門經營，政府在發出牌照和賭檔營利中抽稅。20

當時澳門的主要賭博方式主要有骰寶、山票、鋪票、字花、字胆、白鴒票等，而最受大眾歡迎的是「番攤」，在19 世紀50 年代，澳門的「番攤」賭館已有200 多間，21 使澳葡政府每年的收入激增至20 餘萬。22所謂「番攤」，其實是指莊家從一大堆的銅錢、紐扣或豆中取出一小部份放入碗內，賭客可在一至四間投注，投注後莊家會將碗打開，並按四粒為一組撥開碗內的銅錢、紐扣或豆，直至餘數少於四粒為止，賭客若能估中碗內的餘數為之勝出。23

1872 年，港英政府開始在香港厲行禁賭，在1月20日，政府宣報「所有開賭照牌一律宣告取消。嗣後本港、九龍及所屬鄉村地方一切大小賭博，悉行嚴密查禁。」24 這使大批香港賭客紛紛前往澳門，為禁止販賣豬仔的澳門經濟注入新動力。1875年，廣東禁止曾盛行一時的「圍姓」賭博，令當時經營「圍姓」的商人紛紛遷往澳門經營，而當時的廣東居民亦跟隨至澳門投注，使當時的投注從不同的方法流入澳門。當時澳葡政府單從「圍姓」賭博所收取的賭餉就高達每年數十萬。25由於當時博彩業的興盛，令澳門成舉世聞名的東方賭城，有「東方蒙地卡羅」之稱。

1934年，澳葡政府對批出營運賭場的牌照進行大改革，將所有賭博營運權集中，統一競投，結果由傅老榕和高可寧合組的「泰興娛樂總公司」以30萬澳元的標價投得專營權，壟斷了澳門整個賭彩業，而「泰興娛樂總公司」每年需向澳葡政府繳交約180萬澳元的博彩稅。26

「泰興娛樂總公司」奪取賭博專營權後，先後開設三間賭場，經營番攤、骰寶、百家樂、白鴿票等博彩活動，並設有酒店、跳舞場、遊戲場和茶室等，標榜所謂的「高尚娛樂」。27這一時期，與賭業相輔相承的還有鴉片煙業和娼妓業。1946年前，在澳門吸食鴉片是合法的，當時澳門有超過50間煙館、超過1000張煙床。28 而單計1938-1940年兩年間，澳門有超過120間妓寨、1500多名妓女，29 可見鴉片煙業和娼妓業的興盛程度。

1937年抗日戰爭和1941年太平洋戰爭相繼爆發，廣州、香港先後淪陷，澳門因葡萄牙政府保持中立而免被日本侵佔，這令大量難民從香港和中國內地湧入澳門，令澳門的人口由1936 年中國正式向日本宣戰前的12萬人大幅上升至1941年香港淪陷後的40多萬人，當中不乏家財萬貫的富豪，這為澳門的經濟帶來更多動力和資金，令原來的賭博業、鴉片煙業、娼妓業和酒店業更加興旺。30 不過，澳門的人口隨著二次大戰的結束大幅回落至六十年代初賭博專營權轉手前的不足20萬人。總括而言，澳門賭博業在專營權轉手前仍停留以舊式的賭博玩意為主。

3. 澳門專注發展賭博業的因素

雖然葡萄牙自十六世紀開始取得澳門的行政權，但直至十九世紀後期清政府正式承認葡萄牙擁有澳門的永久管治權，澳門名義上仍是中國版圖內的一個小城市，因此，中國和葡萄牙政府均沒有原動力將澳門發展成一個有活力的經濟體系。因為在清政府眼中，澳門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城市；而在葡萄牙政府眼中，澳門初期的角色是轉口貿易，因此葡萄牙政府並未有就碼頭以外的設施大興土木。所以，澳門一直以來也沒有發展成一個相對獨立的經濟體系。

即使葡萄牙在十九世紀後期確立其在澳門的管治權，但這並不代表葡萄牙政府會在澳門發展有競爭力的工商業，因為葡萄牙政府當初看中澳門的原因是其獨特的地理位置，澳門對當時葡萄牙政府的遠東貿易甚有價值。正因如此，葡萄牙政府並不會貿然投放資源在澳門發展工商業，因為這與其當初將澳門成為其殖民地的原因相違背。

不單如此，澳門成為葡萄牙殖民地後，在政治和經濟上相對地失去了中國政府的支持，沒有腹地廣大的中國在背後的支持，以澳門在當時的數千人口、地理面積不足2平方公里的城市來說，要發展低技術和勞工密集的工業也十分困難，更可況自歐洲工業革命後，西方的工業不論在生產技術、效率，或是成本和品質均不斷改善，令當時澳門要發展有競爭力的工業變得更加沒有可能。

其實，即使澳門未能發展具競爭力的工業，以其當時在國際貿易航道的地理優勢，澳門扮演中西貿易的中間人角色理應仍有發展和生存的空間。不過，自香港在1842年割讓予英國，而上海、寧波、福州、廣州和廈門相繼對外開放後，澳門失卻了其在中西國際貿易的壟斷地位。由於工業革命令當時用作航運的貨船蒸氣化，這令貨船的船身大大增大，因此，澳門的港口已不能滿足當時的航運需求，所以當時的商船紛紛轉往水深港闊的香港。

澳門脫離中國的管治，一方面窒礙了澳門發展第二產業的機會，但另一方面卻為澳門發展賭博業帶來契機。因為澳門鄰近的中國內地和香港均先後實行賭禁，因此當時的賭博營辦商紛紛遷往澳門，而當時在內地和香港的賭客亦乘船往澳門投注，這為澳門持續不振的經濟帶來資金和動力，令澳門經濟重現生機。

更何況澳葡政府將絕大部份在澳門所賺取的資金運回葡萄牙，令澳門的資本難以在當地積累，因此，澳門只有發展賭博業才能一方面確保源源不絕的資金流入澳門，另一方面讓澳葡政府在澳門投入最少資源的情況下，保持澳門經濟的活力，為葡萄牙政府提供穩定而可靠的收入來源。

正因為澳門本身的條件窒礙了其發展具競爭力第二產業的可能性，而土地資源的貧乏亦令澳門無法發展第一產業，因此，澳門一直倚靠第三產業來支持其經濟。可惜，香港開埠動搖了澳門在中西海上貿易的壟斷地位，而澳葡政府為了確保其在澳門的收入以支持遠東的開支，在當時周邊地區和國家的禁賭政策配合下，令澳門發展成以博彩業為主體的城市。
4. 總結

在澳門開埠的幾百年來，澳門經濟出現了翻天覆地的巨變，由國際貿易港蛻變成罪惡之城，回想當初，澳門是歐洲通往南亞(印度)和東亞(中國、日本)地區的海上交通樞紐，在國際貿易往來上，起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可惜，基於澳門自身的發展條件，澳門經濟的競爭力在香港開埠後被大大削弱。為了確保穩定的財政收入來源，澳葡政府不得不容許販賣苦力、鴉片和賭博等「罪惡」行業的存在，結果澳門慢慢發展成以賭業聞名，有「東方蒙地卡羅」之稱的著名賭城。
澳門的賭博業在1962 年有了特破性的發展，以何鴻燊、葉漢、葉得利和霍英東合組的的「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投得澳門的博彩專營牌照，31 自此，澳門的博彩業亦踏上現代化和專業化，成為澳門旅遊業和經濟的一大支柱。不過，觀乎澳門現今的博彩業仍停留以黃、賭為吸引旅客的賣點，只不過是在賭場內引進了一些西方的博彩玩法，從本質上看，澳門的經濟在第三階段後，並沒有長足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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